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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政府代理费用表明，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

前提下，保障了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合理自利，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是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因此，对政府利益结构合理形态的度量与界定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

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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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and definition of the reasonable pattern of the governmental

benefi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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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public agency and the agent fees indic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enefit is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Reasonable pattern of the governmental benefit structure reflects
the benefits the client and agent benefits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not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to protect the Government and its civil servants a reasonable self-interest,
benefi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ient agent of the benefits a win-win situati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re the organic unity. Therefore, the ration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benefits and forms of measurement to define the current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al issues to be settled urg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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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阶级国家政府拥有独立于社会利益的自身特殊利益，已获得学界的广泛

认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否存在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特殊利益，则存在

很大分歧。在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政

府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与社会融合在一起，它既

不应该凌驾于社会之上，也不应该游离于社会之外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

社会相融合，其政府就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政府利益就等同于社会公共利

益。但是，政府的自利性问题很快被随后建立起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实践

所证实。因此，围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否存在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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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为学界颇多争议的问题。要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利益结构的合理

形态，就必须解决政府利益的客观性问题，而要解决政府利益的客观性，就需要

对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深入分析。

一、政府利益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政府

的代理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

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

交易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

个人的关系。【1】（p34）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的活动完全可以纳入其中，政府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

而委托代理理论是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步分离发展起来的。在18

世纪，业主型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主即是经营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

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到了19世纪中期，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联系

扩大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膨胀，这就要求经营者不但要具备经营管理知识，

而且要有专业的技术知识，才能有效组织企业生产，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的来源和组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批新兴的职业经理人员

逐步形成，成为所有者的代理人，旧的“企业主企业”演化为现代的“经理人员企

业”。随着实践的发展，学者们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并将之不断完善。该理论阐

述了一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詹

森和威廉·梅克林把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

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

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2】(p136)在这种情形下，就很难避免代理人利用委托人

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

这种损失被视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代理成本”，它包括：(1)向代理人支付

的薪金、奖金等费用；(2)代理人为追求非货币物品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和利

润减少；(3)由代理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决策之间存在的差异

所导致的企业效率的损失。布坎南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

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显

然，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卢梭认为，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人民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但是，在民

主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囿于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取而代之的是代

议制民主。也就是说，拥有国家权力的全体人民(居民) 人人亲自参与管理国家

具体事务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特殊的组织—政府(一开始为中央政

府)，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政府，由政府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由此就形成



了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此时全体人民(居民)是国家所有者，是委托人，政

府是代理人。

与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相比较，政府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复杂，会带来更多的代

理问题，导致更多代理费用的产生。

首先，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缺乏竞争约束。由于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作为委托

人的公众所交纳的税费，这种非价格性的收入来源使得政府收入来源无须接受市

场检验，同时政府收入是国家对社会的预先扣除，无须政府自行垫付，政府成本

与收入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企业生产正好相反，企业生产是先垫付生产成本，通过

市场交换收回预付成本，并获得经营回报，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以及利润的大小，

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市场交换和价格，在竞争激烈而价格难以随意提高的

情况下，企业内部生产成本的降低就成为了企业获利的重要的途经。相反，政府

生产缺乏盈亏底线这样的硬约束，而且，即使盈利，政府官员也不能把利润占为

己有，因此，政府会以追求规模、消费扩张作为最大化目标，而不是以成本最小

化作为衡量标准。【3】“政府作为代理人——不论是世袭的统治者、民选议员、部

长还是被任命的政府官员——都受诱惑而按其私利行事。……因为，代理人(官

僚、政治家)，作为内部人，比他们的委托人，外部公民，更了解情况。然而与

代理人—经理要受竞争约束的企业不同，在政府里，对委托-代理问题缺少这样

的自动监察。这造成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并最终为代理人机会主义造成了更多

的机会。”【4】(p395-396)其次，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层次过多，代理链条过长。

公共利益规模庞大，导致政府委托代理层次增加和链条拉长。考虑到信息交流问

题和组织成本问题，公共利益具有的规模庞大这一特点使建立多种等级结构的代

表制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众把公共利益交由中央政府代理，由于控制面的局限，

中央政府要直接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政府就会设

立地方各级政府，并授予各级地方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代理人资格。而为了将代

理责任具体化，地方各级政府又会授予各级行政官员维护公共利益的代理人资

格。这样，政府委托代理关系就包含三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通过剩余索

取人(社会公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是社会公众，代理人

是中央政府，代理方向是由下至上。第二等级体系是通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是中央政府，代理人是地方各级政府，代理

方向是由上至下。第三等级体系是通过从各级政府组织到各级行政官员的授权链

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是各级政府组织，代理人是各级行政官员，代理方向是由

政府组织至政府内部成员。除了社会公众外，三个等级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扮演着

双重角色：既是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代理人的委托人。三个等级体系意味着政

府的委托代理存在三个代理层次，即从社会公众——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



——各级行政官员。过长的代理链条与局中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必然使多重委托

人对多重代理人的监督受到极大削弱，为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投机活动提供

了制度空间。

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也要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

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不论代理者是否同时兼有所有者身份，他们总是有

着区别于所有者利益的独立利益。由这种利益决定的代理者目标，包括个人收入

增长、管理规模扩张、社会地位提高以及舒适的工作条件等。在现实代理组织中，

人们发现不了自身目标完全等同于所有者目标、尽善尽美的代理者(政府作为代

理者也是如此)，在任何意义上，设置这样的代理者偶像都是缺少依据的。

虽然各层级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者所履行的职责不尽相同，使得各层级

政府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来看，政府代理成本的具体形

式表现为：一是向生产或提供公共品的工作人员支付的工资、奖金、津贴和福利

等费用。显然，这一费用与工作人员数呈高度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体制臃

肿、机构繁多、冗员庞大会导致这一成本的急剧上升；二是一些工作人员在职消

费水平不断高攀，追求享受，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等导致的支出；三是没完全或

完全没履行某些职责，即上级政府少于或没有生产或提供应为下级政府管辖区域

内生产或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以行政手段把这一职责推脱给下级政府导致的下级

政府支出；四是建造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的支出；五是政府决策与使居民福利最

大化的决策之间会存在某些偏差。

二、政府利益的构成要素：基本利益、角色利益、不当得利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政府的代理费用表明，政府利益是客观存

在的。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本文把政府利益定义为：在公众与政府的委托

代理关系中，作为代理人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与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基于

利益取向上存在的差异和冲突，而导致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对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追求。

政府利益的主体既包括政府组织，又包括政府公务人员。组织利益与个人利

益的一般性分析表明，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是利益主体，都需要生存和发展，而利

益就为组织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资源和条件。维持和保障自身的生存，并

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是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首要要求，是组织和个人的最

基本的利益需求。由此，满足组织和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和条件构成了政

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基本利益,这是政府利益结构的第一个层面。此外，随着

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功能和结构不断分化，特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承担

着特定的功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由此产生的是组织和个人的利益需求的分化。



组织和个人在履行其扮演的角色所规定的权力、责任与义务时，必然要求获得与

其权力、责任、义务轻重大小相对称的利益。这种基于角色的利益需求构成了政

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角色利益，它是政府利益结构的第二个层面。组织利益和

个人利益中还有可能存在第三个层面，组织和个人为满足自身过度膨胀的利益需

求，利用其在社会分工中获取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来谋取额外的、不应得到的利益。

本文把这种畸形的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称之为不当得利，寻租和腐败就是它的典

型表现，它构成了政府利益结构的第三个层面。不当得利并非公共组织所特有的

现象，它存在于包括公共组织在内的一切组织中。不当得利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

就它与基本利益、角色利益的关系来看，当组织和个人的基本利益、角色利益得

不到保障和满足的时候，不当得利就容易产生。此外，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代

理委托关系等因素也是不当得利广泛存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政府利益由政府组织自身利益、行政人员个人利益构成。其中，

政府组织自身利益可分为政府组织的基本利益、政府组织的角色利益和政府组织

的不当得利；行政人员个人利益又可分为行政人员的基本利益、行政人员的角色

利益和行政人员的不当得利。

三、政府利益结构的合理形态：利益主体、利益层次、利益性质的有序排

列

综上所述，政府利益是多元的，其利益主体也是多元的。具有多元主体的政

府利益在政府运作过程中，均以不同的形式、特征体现于政府行为之中。第一，

政府利益主体是多元的，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和政府公务人员。其中政府组织包括

中央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政府公务人员包括各级政府官员

和普通公务人员。虽然不同主体的利益都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得到实现，但

利益的排他性决定了政府利益构成中各种利益不能混淆，各利益主体也不能互相

取代。第二，政府利益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在政府组织利益和公务人员利益中，

基本利益高于角色利益，这是由人的需要层次决定的，而不当得利地位最低，应

给予彻底清除；中央政府的组织利益高于地方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利益，

这是基于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比地方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更

为重要。上述各层次利益的排列不能颠倒，层次低的利益必须服从层次高的利益，

非法利益必须让位于合法利益。第三，政府利益各组成部分在性质上的差异性。

其中，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基本利益和角色利益是合法利益，必须得到切实

保障；而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得利则是非法利益，必须坚决予以消除。

当政府利益处于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政府官

员和普通公务人员)不相互取代、各司其职，并且地位不同的各层次利益(基本利

益、角色利益；中央政府利益、地方政府利益或政府职能部门利益)由高到低按



序排列，合法利益(基本利益、角色利益)得到切实保障，非法利益(政府组织及其

公务人员的不当得利)被处于有效遏制的状态下时，政府利益结构就处于合理形

态。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能极大地降低行政成本，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和评估等环节都能产生积极影响，为公共政策的实现提供强大的内驱力, 激励政

府及其工作人员负责任地、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极大提高政府能力。“只要这些

利益要求不超过一般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水平，尤其是它们都是通过公开和制度

范围内的途径实现的，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政府利益是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5】

毫无疑问，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能激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表现出较高的热

情，必将促进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四、政府利益结构的非合理形态：一个与政府利益合理形态相对应的有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保持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

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了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合理自利，实现了委托

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能极大地降低行政成本，

推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但当政府利益各利益主体相互取代，地位不同的各层

次利益排序颠倒，非法利益膨胀，合法利益被剥夺的时候，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

结构就异化为非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它使自利目标凌驾与公利目标之上，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关系不复存在，行政成本急剧上升，行政命令贯彻能力退

化，行政效率低下，法律规则受到破坏的“软政权化”现象出现，以及阻滞技术进

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公共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最终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通过构建和完

善针对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遏制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走

向非合理形态。这就需要一方面要对政治代理人进行有效激励，通过建立健全充

分竞争的政治代理人市场，提供略微偏高的政治代理货币性收益，在行政立法中

适当考量政治代理人的合理利益等举措满足其基本利益、角色利益等合理利益需

求。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强化责任行政，构建和完

善政治代理人问责制；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扩大公民参与度，消解基

于代理关系而产生的在作为代理人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与作为委托人的社

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便促使政治代理人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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